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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申请人与受诉人的举证责任对反倾销行政主体认定正常价值的自由裁量权形成了有效的制衡。申请人

在申请启动调查的举证负担中应当 �表面显示�正常价值的信息;受诉人应当应用创新的 �作业成本法 �,

在正常价值举证中精确地反映产品总成本,这是应诉方略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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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反倾销行政审理中举证责任制衡证明责

任的原理

在WTO反倾销法律制度中, 反倾销行政裁量

权是一种适用法律的准司法权力。 �行动为了效
率 �的行政权一旦被授予了自由裁量权, 若不承受

制度羁束,将如同 �脱缰的野马 �一样, 极具侵害人

民利益之潜能,在全球市场一体化联接的情势下,

还将严重威胁外国国民的利益。为此, 在行政审

理程序中明示或默示地为反倾销行政主体设置证

明责任就成为制约行政裁量权任意扩张的通常做

法。

根据举证责任分层理论,反倾销行政审理中

的举证责任体系可分为 �主观举证责任 �与 �证明

责任�两个层次。 �主观举证责任 �又称 �证据推

进责任 � ( burden of go ing forward w ith evidence) ,是

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 即当事人为证明其诉讼

主张, 所承担的提出证据的责任 ( burden of adduc-

t ion)。程序法通常预设了积极举证方在各个法律

构成要件事实的主观举证责任, 而消极举证方的

主观举证责任则在于反驳积极举证方对构成要件

事实的证明。这样, 主观举证责任会随着程序进

程在双方当事人之间不停地转移, 转移的根据取

决于主导程序进程的裁判者的证明评价。只要一

方当事人提出的证据对系争事实的证明度达到了

�表面真实 � ( prima fac ie)或合理可能性标准 (即

系争事实存在与不存在的盖然性之比大致为 30%

比 70% ) � � � 即足以推翻裁判者对系争事实 �无 �

的预设,至少使裁判者无法确认系争事实是否存

在,其主观举证责任即告卸除,并移转至对抗的相

对方身上;否则, 裁判者有权撤销该系争事实 ( no

case to answ er)。 �证明责任�又称为 �客观举证责

任�或 �说服责任� ( burden o f persuasion) , 乃立法

者在实体法和程序法上预设的风险负担, 是结果

意义上的举证责任。根据现代程序正义理论, 在

当事人已行使诉权的前提下, 裁判者就有义务在

法律关系构成要件事实真伪不明的情形下作出裁

判;证明责任乃立法者在实体法和程序法上预设

的风险负担 � � � 在诉讼程序终结而法律关系构成

要件事实仍真伪不明时, 某一方当事人应当承受

不利的诉讼后果;从风险负担之本质出发, 证明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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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的价值内核其实就在于证明责任的证明标准和

证明责任的分配,前者解决风险负担方对待证事

实的证明度问题 (即程序终结之时风险负担方对

待证事实的证明程度应当达到法定的证明标准 ),

后者解决由谁承担事实真伪不明时的不利后果问

题。在 �职权探知主义�反倾销行政审理模式下,

裁判者不仅要解决争端, 更要探明合乎证明标准

的事实真相, 否则裁判者的裁决将被视为非法作

出而被司法审查者撤销, 显然裁判者应当对反倾

销行政行为承担证明责任, 其初裁与终裁的证明

标准应分别达到 �占优势的盖然性 ( preponderance

of probab ilities) �与 �高度的盖然性�要求。
根据诉讼法理, 不停移转的主观举证责任之

�累积效应�确定了证明责任是否完成或解除。随

着主观举证责任的不停转移, 一方当事人已经 �表

面证明 �的对己有利的系争事实因对方 �表面证
明 �的反驳被削弱或被撤销,或因对方无力反驳或

未达 �表面证明 �的反驳而被强化,裁判者将逐渐

确定系争事实或一系列系争事实, 只要当事人对

于有利系争事实之证明或不利系争事实之反驳

�累积�达到证明责任的证明标准,裁判者将确定

对其有利的法律事实。因此, 行政主体是否完成

合乎法定证明标准的证明责任完全依赖于申请人

及其利害关系人、受诉人及其利害关系人主观举

证责任的 �累积效应 �, 举证责任对行政裁量权形
成了有效的制衡。在反倾销争讼中, 申请人如何

对正常价值进行初步举证, 受诉人如何对有利的

正常价值进行有力证明, 是申请人、受诉人、行政

主体三方博弈的 �密集交锋区�, 缘此, 细心解读了

申请人与受诉人关于正常价值举证责任的原理与

规则, 创新的应诉理论与方法就会跃然纸上。

二、申请人与受诉人对正常价值的举证责

任 � � � 原理与新思路

(一 )申请人 �举证负担门槛 �对正常价值的
初步举证

根据WTO《反倾销协定》预设的程序性标准,

申请人初步举证责任涵盖的内容至少应当能达到

举证负担的门槛要求 ( the requiremen t of ev identia-

ry burden)才能让反倾销行政主体确信发动一项

反倾销调查是必要的 。《反倾销协定》关于申请

人证据负担门槛的规定主要集中在第 5. 2条和 5.

3条。第 5. 2条规定申请人的申请表应当包括倾

销、损害、因果关系的证据, 而这三大构成要件事

实的证据应当主要由申请人可合理获得的一系列

信息构成: ( 1)适格申请人信息; ( 2)受诉产品、受

诉人及受诉人所属国信息; ( 3)倾销行为的信息,

包括受诉产品出口价格、国内销售价格或向第三

国销售价格信息, 或适当时的进口国非关联销售

价格信息; ( 4)实质损害的信息, 包括受诉产品进

口数量增长信息、受诉产品进口数量增长对国内

市场同类产品价格影响信息 (应当涵盖第 3. 2条

所具体列示的绝对数量增长、相对数量增长、压低

价格或抑制本应增长的价格等信息 )、受诉产品进

口数量增长对同类产品国内生产者后续影响信息

(应当涵盖第 3. 4条所具体列示的 15个因素或指

标 )。其中,申请人应当运用第 ( 3)项关于正常价

值的信息举证倾销要件。第 5. 3条进而规定, 行

政主体应审查申请中提供的证据的准确性和充分

性,以确定是否有充足的证据证明启动调查是正

当的。其中 �准确性 �是证据的质量要求, �充分
性�则是证据的数量要求,它们共同作用的结果是

应达到 �充足性 �的证据证明力程度。在 WTO反

倾销法中,申请人对正常价值的 �举证负担门槛 �

要求是通过 DSB ( D ispute Settlement Body, 争端解

决机构 )的司法解释逐步确立起来的。

�危地马拉反倾销案�上诉机构运用《维也纳

条约法公约》的 �约文解释法 � �注释 �《WTO反倾

销协定》, 认定可提交 DSB司法审查的 �反倾销措

施�仅包括最终反倾销税、价格承诺和具有重大影
响的临时措施,那么,反倾销行政主体的启动调查

决定就不属于可经 DSB司法审查的适格行政行

为,根据《反倾销协定》第 4条和第 5条的相关规

定,行政主体只需承担 �跨过 ��举证负担门槛 �的

举证责任即可作出启动调查决定, 而无需承担实

施 �反倾销措施 �时的证明责任。为了明确第 5. 3

条 �举证负担门槛要求 �的具体证明标准, 该案专

家组则通过解释第 5. 2条与第 5. 3条的逻辑关系

来确立举证负担门槛所需涵盖的法律事实。行政

主体确认申请人的申请表 �表面显示 �了第 5. 2条

预设的 �标准性 �义务之后, 第 5. 3条行政主体的

举证义务才开始被调动起来, 即行政主体还必须

检验申请表中 �表面显示�的证据和信息是否 �表

面证明�了有害倾销行为的三大构成要件: 倾销、

损害、因果关系。此外, 在申请人可合理获得的

�表面显示 �的证据和信息无法 �表面证明 �有害

倾销行为三大构成要件的情形下, 行政主体可以

补充搜集证据,在总体证据达到 �表面证明 �的证
明标准时,行政主体可以合法启动调查程序。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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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申请人的举证或申请人与行政主体的联合举

证只要达到 �表面真实 �或合理可能性的主观举证

责任证明标准即可满足 �举证负担门槛要求�。换
言之, 如果申请表不包含正常价值的信息, 但申请

表所列示的信息却是申请人可合理获得的全部信

息,那么,由于欠缺正常价值的信息, 行政主体就

不应当认定已具有关于 �倾销�这一构成要件的充
足证据, 反倾销调查就不应当启动。综上, 由于

�正常价值�信息的可获得性概率分布在申请人与

受诉人之间处于严重的不对称 (受诉人的信息优

势在于正常价值,而申请人的信息优势则在于损

害与因果关系两大要件 ), 相对于 �倾销 �要件的
�表面证明�要求, 申请人对正常价值的举证只需

符合 �合理的表面显示 �要求即可,其成为受诉人

反驳的基础,甚至 �可获得的最佳信息 �制度下的

定案依据。

(二 )受诉人对正常价值积极举证的新思路

根据《反倾销协定》的实体性规定, 确定倾销

存在的基本方法是将具有可比性的出口价格与正

常价值进行比较,如果前者低于后者, 则被认为构

成倾销,其所得出的负值则为倾销幅度。从司法

实践看,调查问卷中行政主体与受诉人的 �攻防

战 �集中在正常价值的确定上,市场经济国家受诉

人 (包括通过测试的非市场经济国家受诉方 )与非

市场经济国家受诉人的积极举证内容差异也主要

体现在正常价值的确定方法上。市场经济条件下

的正常价值计算法首选出口国国内销售价格法或

第三国销售价格法, 即按与出口价格具有可比性

的正常贸易过程中受诉人国内销售价格或向第三

国销售价格确定正常价值, 这是受诉人最为简易

的举证方法。然而, 国内销售价格法或第三国销

售价格法具有严格的适用条件: ( 1)受诉人应当举

证提供调查期内 (通常为调查公告日的前一日向

前回推一年 )所有的国内销售或第三国销售,而且

应当对不同客户之间、同一客户不同期间、同一客

户相同期间的销售价格差异作出合理性的解释;

( 2)受诉人还应提交与调查期间一致的经审计的

符合并表规则的年度财务报告, 若调查期间跨受

诉人所在国两个财务年度, 受诉人应当同时提交

两份财务报告,而且财务报告应当明确列示被调

查同类产品的生产成本 ( COP or COM )以及销售

与一般行政管理费用 ( SG&A ); ( 3 )不能是按照

�低于成本销售 �规则进行的国内销售, 在司法实

践中, 受诉人的举证能同时满足这三个条件是极

其罕见的。因此, 反倾销行政主体根据调查的便

利原则偏爱使用结构价值 ( CV )法确定正常价值,

甚至是 �可获得的最佳信息�制度下的推定结构价
值。另一方面, 在确定非市场经济国家同类产品

的正常价值时,行政主体通常首选 �生产要素价值

法�, 其计算方法是: 以非市场经济生产受控倾销

产品所投入的各生产要素数量分别乘以被选择作

为 �替代国 �的一个或几个市场经济国家各该生产

要素的价格, 然后相加, 所得之和再加上一般费

用、利润以及集装箱、包装及其它费用等即等于同

类产品的正常价值。姑且不论 �替代国 �选择的合

理性,若是以 �替代国�的国内销售价格或出口价
格确定正常价值,也应当同时满足上述三个条件,

那么,进口国行政主体将严重依赖于 �替代国 �企

业信息与数据的提供, 如果 �替代国 �企业为避免

自己涉嫌倾销或避免泄露商业秘密或并不生产受

诉同类产品而不愿意提供财务信息与数据, �生产

要素价值法�中的信息优势就显现出来了。 �生产

要素价值法�与结构价值法的基本理路一样, 也是

由成本与利润构架起正常价值, 只不过前者由于

价格信息不可用而成为数量型的正常价值,而后

者则是价格信息与数量信息合成的价值型的正常

价值,其中主营利润率的确认相对简单,不过是在

一定成本基础上的加成,那么,行政主体考察的重

点就在于成本的确证, 而成本的确证通过构成成

本的各生产要素投入 (无论数量或价值 )的确认而

实现,更何况即使适用国内销售价格法或第三国

销售价格法, 行政主体也应以确证成本为前提。

因此,受诉人的举证重点又进一步浓缩为关于财

务报告中成本得以确立的会计准则的合理性。

无论结构价值法还是 �生产要素价值法�, 都

从逻辑上将产品总成本分解为生产成本 ( COM )和

销售与一般行政管理费用 ( SG&A )两项; 根据管理

会计学原理,制造成本通常包括直接人工、直接材

料和间接制造费用 (可分为变动性制造费用与固

定性制造费用两种类型 )三项。那么,在完全成本

法下,生产成本不仅包括直接人工、直接材料和变

动性制造费用, 还包括固定性制造费用。传统的

成本计算方法采用单一的 �数量基础 � (如直接人
工成本、直接人工小时、机器工时 )分摊间接制造

费用与 SG&A期间费用, 适应了追求 �规模经济 �

目标的产品品种单一化、产品数量批量化的刚性

制造系统的需要, 这是因为在传统的劳动密集型

产业中,直接人工成本较固定资产成本而言是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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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成本的最主要组成部分, 而且直接人工成本主

要依赖于所达到的生产水平, 制造费用 (分摊的固

定资产成本 )又完全与生产数量相挂钩, 因而直接

人工就成为制造费用分摊的标准。然而, 随着经

济全球化时代跨国公司对新技术革命成果的输

出,高新技术生产系统和柔性制造系统改造了发

展中国家传统的制造业生产模式, 使其从传统的

大批量生产转向应付产品多样化需求的小批量生

产,生产过程的高度自动化、电脑化也使得成本结

构中的直接人工、直接材料比重大幅下降, 制造费

用的比重却大幅上升, 最为重要的是制造费用的

发生与以直接人工为基础的生产数量渐失相关

性,若以传统的成本计算法分摊制造费用, 将导致

产品产量高、技术含量低的产品成本偏高, 而产品

产量低、技术含量高的产品成本偏低, 形成不同产

品之间的成本转移。此外, 柔性制造系统将流程

重点设置在产品设计、适时生产系统和全面质量

管理等基本环节上, 销售与行政管理从先前的生

产附属角色上升为流程价值的主要创造者, 与制

造费用一样, SG&A的发生额与生产数量也缺乏紧

密的相关性。因此, 如何有效地在提交的财务报

告中举证证明间接制造费用与 SG&A期间费用合

理分摊的会计规则, 对于受诉人争取反倾销调查

过程的主动权将是至关重要的。

反倾销行政调查通常只涉及受诉人全系列产

品中可归入 �同类产品 �的某几种产品甚至某几种

型号, 这就需要一定的会计分摊规则将通常集中

核算的间接制造费用以及期间费用 �离析�至受诉
产品身上。由于行政主体在作出终裁前往往要对

财务报告的内容进行实地核查, 如果其发现间接

制造费用与 SG&A费用在产品成本所占比重过大

而不予认同传统的成本分配规则,将以 �会计记录

不合理地反映成本�为由而拒绝采证,受诉人被迫

承受的法律后果就是行政主体将采用 �可获得的

最佳信息 �, 甚至申请人的申请内容来确定成本。

因而,受诉人宜采用与柔性制造系统相适应的新

型成本计算方法 � � � �作业成本法 � ( A ctiv ity-

B ased Costing, ABC )来分配制造费用与 SG&A, 从

而精确地举证受诉产品的成本。基于 �作业基础 �

的 �作业成本法�是一种弹性的成本计算方法, 其

基本原理是:由于作业消耗了成本、产品又消耗了

作业,因此,应当依据不同的成本动因 ( cost driver)

分别设置成本池 ( cost poo l), 再分别以各种产品所

耗费的作业量分摊其在成本池中的作业成本量。

为将制造费用与 SG&A合理地归集到受诉产品

中,必然要经历三个程序: 第一, 根据成本动因归

集各个作业中心对投入资源的消耗量; 第二, 根据

作业动因 ( activ ity driver)归集受诉产品产出量对

作业的消耗量;第三,统计每个作业中心所有产品

的作业动因消耗量, 以该作业中心归集的作业动

因消耗量除以成本动因消耗量, 就得出该作业中

心作业动因分摊率; 以受诉产品消耗的某作业中

心的作业动因量乘以作业动因分摊率, 得到受诉

产品消耗该作业中心的作业成本, 再将受诉产品

涉及的所有作业中心的作业成本相加, 就得出受

诉产品制造费用与 SG&A的总和, 再加上直接人

工与直接成本,就是受诉产品的总成本。综上, 与

传统成本计算法 �产品消耗成本�的假设不同, �作
业成本计算法 �按照作业中心披露成本信息, 打开

了作业将成本转换为产品的 �黑箱 �, 更精确地将

探究成本的触角伸向了整个制造流程, 由此, 受诉

人流程分析导向的举证策略极大地提升了信息披

露义务的质量, 这在行政主体查明事实真相的职

责与受诉人提供信息并使自己信息得到合理尊重

的权利之间架起了沟通的 �桥梁 �。相应地, 行政

主体 �向下核定成本 �的内在驱力得以有效抑制,

以成本过低或 �可获得的最佳信息 �为托辞的保护

主义行为也将无以遁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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